
寺院。

广济寺始建于金代，因寺址位于金中都北郊

的西刘村，故名西刘村寺。元末战乱，西刘村寺

为兵

年发生毁灭性

所毁，殿宇无存。明代有农人耕地掘出佛

像、石龟、石柱等，知是古刹遗址，山西僧人普

慧喜云募缘重建，成化二十年建成，赐额弘慈广

济寺。清代改为律宗寺院，开坛传戒，得到清朝

皇室的护持，寺院屡蒙修葺，香火久盛不衰。民

国时期为京城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，并创办学校，

致力于僧伽教育和平民教育。

大火，多数殿宇焚毁， 年重建，基本保持寺

庙原有的建筑格局。建国以后政府多次拨款维修

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，将会址设在广

济寺。“文革”时期寺院曾遭到破坏，

总理批示而得修缮。

重点佛教寺院。

单位。世纪之交，又得到全面修葺。

年经周

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

年被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

垣识略》记载，广济寺始建于金代。据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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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”。

广济寺“旧为西刘村寺，金时刘望云所建”。《弘

慈广济寺新志》亦称该寺“古名西刘村寺，不以

广济称”，系因寺址所在，原属金中都通玄门外北

郊，当时北郊“有两刘家村，在西者为西刘村”。

村里有位名叫刘望云的人“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，

得练气之法”。一日，有位“僧号且住”的和尚经

过村庄，一见刘望云便道：“认得老僧么？”说完

掉头便走。刘望云顿时心领神会，上前“执其手

曰：且为我说法去”，恳请且住和尚留下讲经说

法。不久，刘望云出资“为之建寺，曰西刘村

这就是迄今为止有关西刘村寺的最为详尽

的文字记载。

虽说在京城郊外建一座民间寺庙原本不足为

奇，然而，处于金代对佛教严格控制的大环境中，

一座乡间小庙能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实在不是件容

易的事，它有赖于燕地佛教源远流长的历史背

景。

燕地，大约是在公元佛教传 世纪初期至

中叶。燕地普遍建寺则始于唐代，唐代帝王多尊

崇佛教，到了唐中期，国力强盛，佛教发展亦趋

于极盛。寺庙的兴建，已从州郡向所属县镇扩展。

仅唐朝一代所建寺庙，即多达六十余所。

页。①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释湛佑撰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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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尼佛舍利，曾在辽都城外的北郊修建此

年 ），为

辽代诸帝亦尊崇佛教，但辽代初期，由于契丹

族统治者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关外，故而寺庙多建

于上京（今内蒙昭乌达盟）和东京（今辽宁辽阳）

等处。至辽代中期，随着辽统治者活动中心的转

移，不仅都城南京（今北京）城内寺庙众多，远

近郊区也是名刹遍布。如著名的永安寺（今白塔

寺）即是辽代所建，据《日下旧闻考》、《长安客

话》等文献记载，辽道宗寿昌二年（

藏释

寺和塔，后毁于兵火。元世祖至元年间，发现了

埋藏于地下的舍利戒珠二十粒、香泥小塔二千及

陀罗尼经五部，才在至元八年建成一座新的大寿

圣万安寺和白塔。此外，阳台山清水院（今著名

的西山大觉寺），也为辽代所建。当年西山脚下南

安巢村的大地主邓从贵出资八十万兴建了这座寺

院 。由此开创了燕地民间出资建寺的风习。

金代作为 主中原的少数民族，对佛教大体

采取严格控制政策。金代前期，诸帝不仅无暇崇

奉佛教，而且对于佛教势力的影响，也多采取排

斥态度。如天会元年（ 年），上京（今黑龙江

省阿城南）庆元寺僧人曾进献佛骨，试图以此取

得太宗的宠信，却遭到拒绝。太宗曾在天会八年

页。年、第辽代卷》，王玲著，北京燕山出版社①《北京通史

第 3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）海陵王又下令禁止二月八日的群众

”。海陵王时，年）下令，“禁私度僧尼

。 正 隆 元

张浩、张晖等大臣曾因尊敬僧人法宝，被斥为

“失大臣礼”而各杖二十；僧人法宝则被扣上“妄

自 尊 大 ” 的 罪 名 而 杖 责 二 百

年 （

性佛教活动，直到金世宗完颜雍上台才取消这一

禁令。

金代中期，世宗、章宗等帝对佛教仍持排斥

态度。金世宗曾对臣下宣称，“至于佛法，尤所未

信。梁武帝为同泰寺奴，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，

复加以三公之官，其惑深矣”，可谓直揭前代帝王

佛之妄，并曾下令禁止民间建寺。金章宗即位

后，一方面禁止私自剃度为僧，禁止僧尼等结交

亲王贵族和三品以上高官；另一方面推出三年一

度的僧尼考试制度，以严加限制佛教势力的扩张。

金代中都地区的佛教，正是在女真统治者的严密

控制下，以及在辽代燕地佛教广为盛行的基础上

而有所发展的。

金代民间建寺最兴盛时期，为世宗大定年间。

当时不仅在中都城里有士庶、僧人或官员所建寺

院，在郊区及下属州县也建有不少民间寺院。据

页。

①② 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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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第输强，

金朝政府新立的法令，凡民间自建寺院，“计立屋

楹数若干，以为院，若干以为寺。

以给新额，用正其名。” 按上述规定，民间建寺

可分为院与寺两级。建寺须视规模大小而向官府

交纳相应的钱款，才算合法。

由此推断，刘望云所建之西刘村寺，可能产

生于金世宗大定年间。虽然只是拥有数间房舍的

乡村寺庙，但在当时建造这样一座民庙也绝非易

事，除了要置地、募工、备料之外，还要上缴足

额钱款方可获官方批准，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是

无法办到的。可见，刘望云其人应非等闲之辈，

他不仅有着“天台刘真人后裔”的家世传统，还

应是富甲一方的乡绅财主。金代刘望云草创之西

刘村寺，数百年后竟发展成为京城腹地举足轻重

的佛教名刹，这恐怕是刘望云当年所始料不及的。

继辽金之后，元朝成为又一个 主中原的少

数民族。在元世祖忽必烈定鼎大都之前，蒙古帝

国的统治中心为漠北草原上的和林（今蒙古人民

共和国境内）。自太宗至定宗三帝，或尊奉萨满

页。年，第①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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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其他官、

）的官方

教，或信仰景教、伊斯兰教，而对汉地佛教不甚

重视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，定鼎于燕，新建大

都城，使燕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。元代诸帝自

忽必烈始，至元末顺帝，皆对佛教大力扶持，优

礼有加。元代大都地区，不仅封建帝王出资广建

巨刹，而且蒙古贵族、大官僚、大富商乃至中下

层民众，也都纷纷出钱，在大都新旧两城不断兴

建新寺、修复旧寺。此外，对于大都地区的著名

寺院，元朝政府还赐给大量钱财、土地和其他产

业予以资助，这与金代上缴钱款方可建寺的旧规

形成鲜明对照。据至元二十八年（

统计，在大都地区，仅元朝历代帝王所建的大刹

就有十二所，僧人三千一百五十多

私、僧众所建大小佛寺，又有数百所之多，星罗棋

布于都城内外，僧众之多，更是不可胜数。显然，元

代的大都已经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主要中心。

元大都不仅版图超出金中都范围，且位置整

体北移。原属金中都北郊的西刘村，此时业已划

入元大都城西南部，以村冠名的西刘村寺，一举

成为都市民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。西刘村寺会

不会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而更改了寺名？有不少

人这样推测。如：田奇编著的《北京的佛教寺庙

页。年①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 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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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。姜立勋等编著的

”。遗憾广济寺》称该寺“元代改称报恩洪济寺

的是，该书并未援引任何史料支持自己的说法。

而在《弘慈广济寺志》中，却找不到任何关于寺

庙元代更名的记载。据查考，在历史上，燕地确

曾有一所名为“报恩洪济”的寺院。至于这座寺

院是否系由西刘村寺更名而来，我们不妨对有关

文献作一些分析。

《中国佛教》一书的“元代佛教”一章中，记

有万松行秀（金、元时禅宗名僧）曾住于“燕京

报恩（洪济）寺内从容庵

《北京的宗教》也记载，万松行秀在金末元初“蒙

从容庵

古军攻占中都后，隐居于燕京报恩（洪济）寺之

”。从上面两处记载可知“报恩洪济”

确曾存在。此外，《弘慈广济寺志》中有一段更为

详尽的记载，亦有助于对该寺存在年代进行推测。

①

②

田奇编著：《北京的佛教寺庙》书目文献出版社

京的佛教》，第一辑中国佛协会编，东方出版中心

页。

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

页。

③ 年，第

年，第

页。年，第

⋯⋯住中都万寿（寺），金章宗请入内廷说法，

西刘村寺，（寺）、庆寿（寺）各刹，亦曾挂

万松老人名行秀，河内人。游燕历潭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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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，是在元太祖（

时尚处于金代（

。

⋯⋯复诏师（行秀）住大都仰山（寺），次移报恩

洪济（寺）。元太祖庚寅，复奉敕主万寿（寺）。

晚年退居从容庵。⋯⋯元定宗元年丙午后，四月

四日示疾，七日书偈而逝⋯⋯。建塔于西刘村寺

前，今甘石桥北砖塔是也

这是寺志中唯一提到“报恩洪济（寺）”全称

的一处记载。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到两个印

象：

一是西刘村寺到元定宗（ ）时 尚

未更名；二是万松行秀从仰山寺迁移至报恩洪济

朝甚至更早，当

末年，距元世祖忽

必烈改国号为元（ 年）并定鼎于大都（

年），时间上相隔半个多世纪。显然，报恩洪济寺

在金代即已存在，它曾与西刘村寺并存过一段时

期。因此，说西刘村寺“元代改称报恩洪济寺”，

似乎是难以成立的。

元代末年，朱元璋起兵凤阳，平定割据群雄，

北伐大都，元亡明兴。战争动乱当中，这所历经

金、元两代的西刘村寺亦难逃劫难，“为兵火焚

尊宿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下卷，第① 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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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。由 此

毁，荡然无遗①”。

明初太祖朱元璋定鼎于南京，该地佛教曾兴

盛一时；而大都则被降为北平府，致使燕地佛教

一度中衰。至燕王朱棣“靖难”功成，方将都城

迁回北京，此后直至明亡未再变更。北京遂复成

为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明代北京的佛教，由于封建帝王、皇亲国戚、

太监、官僚，以及广大民众的崇奉，发展臻于极

盛，寺院建造之多，远超前代。明代诸帝，除世

宗外，皆崇奉佛教。至英宗时，始广建佛寺，滥

赐寺额。至代宗、宪宗时，已是梵刹遍地，僧尼

无数。到武宗时，崇佛更甚，武宗自号“大庆法

王”，并在皇宫里面创建寺宇，以供广行佛事。此

外，明代诸帝还热衷于在即位时，度僧一人，名

曰“代替出家”。此风习愈演愈烈，到神宗万历年

间，不仅帝王即位要度僧为替身，而且皇室的太

子及诸王出生时“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

可见明代皇族崇佛之笃。导致明代佛教趋于极盛，

页。

年、第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

页。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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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。大 即指有权势的大宦官，

无人不建佛寺。梵宫之盛，倍

除诸帝崇佛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则是历朝太监

崇佛，出资广建佛寺，竟比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时人讥之，“都城自辽、金以后，至于元，靡岁不

建佛寺，明则大

于建章万户千门

权势日盛，如王振、自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，大

魏忠贤之流，权倾朝野，他们平日无恶不作，

却又笃信佛教，倾其资财，用其权势，广建佛

寺，企图多积“功德”，以求死后升于极乐世界。

都城内外，除了帝王、太监们所建的梵宫巨

刹外，也有不少由僧侣提议，士庶出资所建的寺

院，最著名于当时的便是弘慈广济寺。广济寺的

兴建，缘于西刘村寺遗物的发掘出土。

据史料记载，明景泰年间，有耕地者在原西

刘村寺旧址，“掘得佛像、石龟、石柱于土中”，

这一发掘引起时人怀古之幽思，“山西僧普慧、圆

洪辈募缘兴复”

带领僧徒

。普慧，号喜云，为潞州（今山

西长治）僧人，于明天顺元年（

圆洪等人来至京师，发愿在西刘村寺遗址上复兴

废刹。太监廖平、曹整、卢仪、王景、王郊等得

①

② 建置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卷，第

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

页。

释湛佑撰：《张慈广济寺新志

页。

年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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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建寺工程正式动工。

知有高僧意欲在此造寺，正遂心愿，乃大力资助。

明代僧人自筹资金兴建寺庙，在当时不乏其

例，但因财力、物力所限，通常寺庙规模狭小。

如万历年间建于彰义门外的宝应寺便是如此。据

该寺碑刻记载，僧人静春、真万、如莲等带领众

僧“禅 累而藏

材，颓构聿

余闲，躬耕寺侧，岁收其入，

之，积十余年，共得如千金，鸠工

新” 。积十余年所得，才能修葺一间旧寺，其艰

辛之状，不言自明。故而，一般僧人建寺，大多

仰仗太监、官僚及皇亲国戚等权势之赞助。普慧

等僧人便在尚衣监廖平等热衷建寺的太监们支持

下，于成化二年（

一年后，首先建造了山门，门内左右建有钟鼓二

楼。第一进院内建有天王殿，殿中塑四大天王像。

继而陆续建造了伽蓝殿、祖师殿、大雄宝殿、大

士殿等宏阔殿宇，殿中所塑佛像，包括释迦佛、

药师佛、弥陀佛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等，以及十

以金

八罗汉、达摩、百丈、临济等禅师，诸像“皆饰

主要殿宇之外的其他建筑，如斋堂、禅

。

堂、方丈室、僧舍等以及蟠幢、供器等物品，凡

“寺之所宜有者，无不毕具”

①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、第

②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卷，第

页 。
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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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夏 ”，前后历时近二

”，又授圆洪为

之浩大的建寺工程“始于成化丙戌（

春，落成于甲辰（

赐弘慈广济寺

十年方告完成，其建筑规模之宏大可想而知。寺

建成后，太监廖平为普慧师徒具牒上闻，宪宗皇

帝乃“赐额曰：

”。“僧录司右觉义，寻升右阐教僧，住持于内

”，

广济寺从此成为京城一大名刹，寺名再未更改过。

普慧作为弘慈广济寺的“开山祖”，以戒行精严著

称，颇受同道钦仰，涅槃后造塔于玉泉山二圣庵

侧。成化六年，宪宗皇帝还特遣礼部郎中至广济

寺祭奠普慧，称赞他“早通释典，克持戒律

并树碑于塔院，以供后人瞻仰。

自广济寺建成至明万历年间，已历有百年，

以至佛像斑剥，殿宇倾颓。时有中军都督府彭城

伯张守忠和后军都督府惠安伯张元善，“因感前人

之创建，而弗能保将来之废毁”，故“与同志者捐

金义会，积少成多，遂于甲申岁孟夏吉日鸠工修

葺，易朽成坚 ”，万历十二年六月工竣，乃作“重

修广济寺碑记”，勒石于寺中。

页。

⑤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 建置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卷第

页。④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第

页。第 页、第页、第

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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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佛像一尊。此后，

清初，恒明和尚住持广济寺。顺治五年

，延请玉光律师升座说戒，“一岁三期，共十

三载，出其门者数千人①”，广济寺自是成为京城著

名的律宗道场（律宗，佛教的教派名称，唐代释

道宣所创，强调戒律是佛教之根本，解脱之要

道）。清世祖顺治闻之，于顺治十三年亲临广济寺

礼佛进香，并颁赐渗金释

一期，龙车数过，恩礼特隆

信佛甚笃的清世祖从广济高僧“结制二期，说戒

举凡济贫、作诸

佛事所降圣旨皆由广济寺监院德光拜受。为此，

德光常常“进椒园启奏，语大臣曰：广济德光奏

事。上即传入便殿，奏讫即出，一日数次。上不

为厌”。不仅如此，皇上还顾念德光“奔走劳顿，

”。广济寺在京城名声日益显亲出名马赐之

赫。

恒明和尚自主广济寺以来，素有一桩心愿，

要为广济寺请来全套的大藏经，以便更好地弘扬

佛法。顺治十三至十六年，恒明大师离京南下，

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
②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
③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
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

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

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

页。

页。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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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。大藏经为佛教经“过金陵印藏经五千四十八卷

典总集，早年曾有南藏和北藏两套大藏经版。北

藏经版贮于大内，散遗甚多；贮藏在南京大报恩

寺的明刻南藏经版也已残缺过半。据周天成《金

陵印藏序》记载：当地有位松影和尚慨然以补造

愿捐己

南藏经版为己任。时值周天成主江宁织造公署，

以助其成。正当募工雕造之时，忽有都

门广济寺住持恒明，持京中显宦书信与捐资至南

京，恳请周主持雕印南刻大藏经。顺治十六年金

陵印藏工成。恒明和尚终尝所愿，满载而归。

康熙二年，恒明和尚又在广济寺后兴建大藏

经阁以贮远道请来的南刻大藏经。不料，当时

“东华门大街有僧盖阁为游览地”被视之为“妖”

而押至刑曹，该僧无言以对，乃“引广济盖藏经

阁事，欲将此以方彼也”，官衙遂遣人至寺中质

问，“欲与东华门僧一等议罪”。紧急关头，德光

监院据理力争，称“本寺后原有藏经阁旧基”，并

非侵占官街，且建阁之事“世祖皇帝皆闻之，非

私意也 ”。藏经阁这才得以兴建。阁建成后，康

熙皇帝曾亲临广济寺藏经阁参观并御览大藏经。

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
页。

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②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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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广济寺，“驻

康熙十六年德光示寂，塔葬于玉泉山二圣庵。正

如沙门史氏评曰：监院亦难乎其为人矣！有道之

衲持诵焚香不知世事者良不少也，然一遇事变之

来，能劈理分肌如德光师者鲜矣

，恒老人（恒明）旧建俱毁”。

据寺志记载，康熙“十八年京师地震”，广济

寺“所在院宇倾

其时德光监院已经圆寂，众僧推举复初和尚任广

济寺监院。震后的广济寺，“前后梵殿瓦缝悉裂，

画壁崇垣剥落无剩”，复初监院痛心疾首，乃“昼

夜修行”，感化信众，广募善缘。时有“镇国将军

法名如髻”被“师（复初）之硕德”感动，“发心

重整”震毁之寺。复初监院以所募善款“鸠工庀

于将寺院“修盖如故

材”，带领僧俗四众“奔走效劳，以成厥事”，终

”。康熙皇帝亲临震后重建

”。

山门，游幸大殿，深嘉法地精严

有霁色

征，

时隔不久，广济寺中又兴建一座大悲坛。清

翰林院侍读学士沈荃《大悲坛记》记载，早在康

熙十六年，临济宗三十三世传人天孚和尚鹤林得

法，回归广济寺。其时“滇南多事，禁旅

济寺新志

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
②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
③释湛佑撰：《弘慈

页。

页。

页。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

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

中卷，第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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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，康熙皇帝

干羽临阶，有苗未格”，天孚和尚于是“发愿建大

悲坛”，以阐扬佛教，祝赞皇图。有居士蔡永茂、

邓光乾“闻而善之”，愿为建坛捐资鸠材。“辛酉

（康熙二十年）冬，大悲坛落成

广济寺落发，师

“驾幸”坛中，礼拜旃檀佛像。据寺志所载，天孚

和尚名湛佑，字天孚，十三岁

遵师训，受具戒后，禁足书从恒明尊宿。天孚

《华严经》。久之忽有省发，遂南游江浙，遍参诸

方。后得法于鹤林寺天树植和尚。于康熙十六年

回归广济寺，在寺后别筑一室韬晦自养，时人称

之为“别室天孚和尚”。

中的“仙枣垂

别室前曾植有一株仙枣树，即誉为广济八景

”，传说该树是西刘村寺的遗物，

为刘望云当年亲手所植。由于年久树坏，又在原

处补植一株，无人确知其名。此树季春开花，花

色紫而蓝，寺僧不识其名，姑且称之为桐树。康

熙三十三年，皇帝“车驾临幸，坐别室中”，见此

树奇异，遂问其名，天孚和尚答日：“人谓之桐

树”。皇上则说：“桐树故多种，此甚不类⋯⋯，

存之，以待识者，勿强名”。随后又详细询问该树

是否有花、何时开放、花色如何等等，天孚和尚

一一作答。皇上甚感兴趣，要求“花时奏知”。

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 页。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

第 16 页



二 年（

第二年季春花放，天孚和尚进宫奏报，康熙

皇帝兴致勃勃，再度“临幸，坐花下”，问随行侍

臣是否识得此树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皆说不知。康

熙遂道：“此树皮质柔软，细蔓不旁引，枝枝上

耸，盖异树也”。天孚和尚见皇上如此欣赏该树，

表示愿将其与寺内圃中另一株同类树一并进奉。

皇上爱惜此树，示意“此树勿动，圃中可也”。当

年中元盂兰盆会，康熙皇帝特赐广济寺“御书药

师经十卷，十八罗汉赞十首，临米带观音赞一

首 ”，天孚和尚则将圃中那株无人能名之异树

进奉宫中，植于畅春园。康熙皇帝甚悦，御制广

济寺碑文以赐，并亲书寺额悬之山门。广济寺由

于不断得到皇室垂顾，声望日重。

康熙三十六年，天孚和尚在广济寺主持建造

了戒坛。戒坛是佛教传戒和受戒之场所。我国自

晋、宋以来，佛教传戒时都建有戒坛。根据律宗

三派之一南山宗的创始人唐代道宣《关于戒坛图

经》的记载，到唐初为止，自渝州（今重庆）以

下至江淮（江苏、安徽）之间，共建有戒坛三百

余所。这些戒坛形制如何已不可考。到了唐乾封

年），道宣在长沙净业寺建立戒坛，才

开始具有一定规制。戒坛应为三层，下层纵广二

页。中卷，第清康熙四十三年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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